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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
*1

周勇 汪浩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蒋介石“蜀粤并重”的思想使他始终关注重庆的战

略地位。1935 年，蒋介石首次入川，初步确定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并开始着手统一川政，经营四川，为后来

迁都重庆打下重要基础。“七七”事变后，处在谋划和犹豫中的国民政府最终决策移驻重庆。1937 年 11 月 20 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首迁重庆。国民政府各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各国使节随之先后迁渝，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初步

形成。1938 年 12 月 8 日，蒋介石率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进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中心，

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基本形成。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定重庆为陪都，重庆战时首都地位完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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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支持和支援前线战争的抗战大后方。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移驻重

庆，在抗战最艰难岁月里，重庆担负起了“战时首都”的历史重任。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策与实施，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战争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相比较四大盟国中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作为首都，始终为后人称颂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

贡献，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历史研究却显单薄，学界对国民政府如何决策迁都重庆，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决策则更是少有研究。

析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话语体系中，选择性遗忘中国在抗击日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

为，因此重庆亦成为一座“被遗忘的城市”。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认为，二战中的中国是一个在一

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重庆则是一座被遗忘的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四大盟国战时首都

之一，它是唯一没来得及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或哀悼其在战争中损失的城市”。
[1]11、357

遗忘中国的战时首都，忽略战时首都代表的

国家形象，就会实质性地影响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弱化中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以加

大对重庆战时首都的研究，既是应对西方主导的二战史研究话语体系的举措，更对增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历史厚重感，建构中

国在世界法西斯战争中的真实的历史贡献，重塑中国抗战史研究话语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蒋介石“蜀粤并重”思想与对重庆战略地位的考量

(一)孙中山关于四川战略地位的认识与对蒋介石的影响

四川在近代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孙中山早有认识。关于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若没有四川

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2]176

护法运动失败后，上海、广州等城市革命处于低谷，孙中山对革命前

途深感担忧。当时远在西南的重庆政局稳定给了孙中山一丝希望，使他激起了在重庆再建民国的热情。孙中山遂决定将国会迁

往重庆，继续为共和大业而奋斗。1918 年 9 月 16 日，非常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及议员 70 余人抵达重庆。后因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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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局又起动荡，孙中山企图在重庆挽救护法军政府的努力，最终失败。
[3]

孙中山对四川战略地位的肯定，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对四川的认知。蒋很早就有意把四川纳入势力范围。1921 年，他在给孙

中山的信里就提出“蜀粤并重”战略思想: “对于军事准备之意见，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故军事准备，概以粤、蜀相

提并列。”
[4]112-113

在给粤军将领陈炯明的信上，蒋也有同样表达: “四川为西北与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急图之。”
[5]561946

年 4

月 27 日，即将还都的蒋介石在《告别四川同胞》演说中又提及了入川前的“蜀粤并重”思想。蒋认为，在中国只有两省可以作

为根据地， “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

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

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所以我们如要抗战，就非先统一四川不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

要实远过于广东”。
[6]146

对四川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知成为蒋介石后来入川统一川政，重视建设重庆，并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决

策国民政府最终移驻重庆的思想基础。

(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战略后方的思考

蒋介石对四川的重视还与当时国内形势发展、中日关系紧张、国内有识之士看好西南战略意义有关。当时著名的军事理论

家蒋百里对四川战略地位也有类似的阐述，甚至蒋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在战前亦提出， “四川为最后防地，富产而因地理关系

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
[7]1200

总体上，蒋在尚未进入四川前，对四川的战略地位是认可和重视的，而

随着战事发展，迁都重庆的战略思想也逐渐形成。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处于日军枪口之下，首都安全备受关注，迁都问题提上日程。战时首都迁往西南亦或西北，

成为蒋介石首先的选项。他在 1933 年 8 月 17 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

与四川乎?”
①
表达出经营西北和四川，其意图是“掩护准备”，且“使敌不加注意”。这种思想也反映在其入川后公开宣称入

川仅为“剿匪”，并称川、滇、黔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不是“抗日根据地”相吻合。

(三)蒋介石对四川的战略定位与经营

尽管蒋介石有经营西北之念想，但事实证明迁都西北并不可行。日本进逼华北，西北已然在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移驻

西北已不现实，迁往四川逐渐成为国民政府不二的选择。蒋介石在 1934 年 11月 23 日的日记中吐露出这个想法:“如经营四川，

应注重驻地，以对倭、俄寇与两广皆能顾到为要也。”
②
12 月 29 日，他在日记中再次写到: “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

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

当再熟筹之。”
③
这里把四川作为未来的“驻地”，明显区别于蒋已建成的其他“行营”，更多强调了“驻地”在战略上的国防

意义，而且国防意义更在于对抗倭寇和俄寇。

随之，蒋介石加紧统一川政，更加强了川内“驻地”重庆的建设力度。1934 年 12 月 19 日，蒋介石于南昌正式决定组织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1935 年 1 月 12 日，贺国光率领参谋团抵达重庆。1935 年 3 月 2 日，蒋介石更是亲自入川，

其踏入四川的第一站即是重庆。
④
1935 年 10 月，蒋介石改参谋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川、康、黔、滇、藏五省军队

均受其节制，重庆成为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西南地区军事、政治中心。
[8]870

二、“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在迁都问题上的举措与犹豫

一国首都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国尊严和信仰的象征。战争中交战双方也多以占领对方首都

为取得胜利的最后荣耀，所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投降；苏联保卫了莫斯科，成为苏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精神堡垒；而日军千

方百计想攻陷南京，其目的就是逼迫中国政府屈服而作城下之盟， “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会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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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讲和。”
[9]58

故在战争中保卫首都或首都移驻何地，本质等同于保卫国家和未来。

(一)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就在考虑迁都问题。1931 年 9 月 26 日，蒋介石曾设想移首都于西北，明确点明: “西

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陷，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10]102、129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

后，远在东北兴风作浪的日军对首都南京尚不构成直接威胁的话，但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与南京仅隔 300 公里的上海陷入

了战争，这场战争就明显威胁到南京的安危，如上海不守，南京势必不保。首都迁出南京只是时间和地点选择问题。

“一二八”事变第二天，即 1932 年 1 月 29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迁都问题。会上，汪精卫认

为南京政府机关已在日军长江舰队的炮火射程之内，政府在南京办公已不可行。这一点与蒋介石看法颇为一致。蒋认为一旦首

都失守，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当晚，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

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

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
[11]430

蒋汪二人观点接近，使此次会议作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政府由南京迁往洛阳。会议的第二天，国

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共同签署了《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宣言》:“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

定移驻洛阳办公。”
⑤
尽管决策迅速并匆忙迁都洛阳，宣示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决心，但这种毫无准备缺乏战略意义的迁都也只

是应对日军进逼南京威胁的权宜之计。

(二)迁都何处的筹划与犹豫

对于迁都洛阳是否安全，南京是否仍作首都，国民政府内部认识并不统一。1932 年 3 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

又对“以后是不是以南京为首都?迁都办公是不是预备一适当地点?”进行议决，会议对以洛阳为陪都做了筹划，通过了《提议

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请确定洛阳为永久陪都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
[12]285、255

尽管确定了洛阳为

陪都，但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首都南京威胁暂时得以缓解，政府等办事机构又从洛阳等地相继迁回南京。洛阳虽处

于中国中心地带，曾多次为帝王都城，但并不是理想的战时首都；因为洛阳为平原地带，随着日军蚕食华北，平津将陷入日军

之手，洛阳同样处于日军炮口之下。设都西北，并非理想选择。

马上设都西南也多有难处。自民国建立开始，川中防区的军事冲突就很严重， “各军独成风气，拥兵自雄，防区骈立，俨

同割据，对中央则视法令如弁髦，对袍泽则干戈相寻如敌国，对地方则视人民如鱼肉，国省税收，悉被囊括，甚且一岁田赋多

至十余征，百里之内，勒索关卡，多至数十重，人民憔悴呻吟于此军威暴力之下，根本无政治设施之可言，其紊乱苛扰之情况，

为任何一省所未有”
[13]340

。蒋介石深知中央军并未能完全掌控四川军事，四川也基本上保持了对中央的相对独立，如贺国光所说:

“(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
[14]272

所以，此时的蒋介石不敢贸然把政府迁到自己势力不可控范围的山城重庆。此

后，国民政府对迁都事宜多有筹划、酝酿。如 1936 年，国民政府曾有过非常时期将政府迁往湖南株洲的方案，
[15]80

但首都何去

何从，仍未确定。

三、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决策迁都重庆

(一)全面抗战政策的确定

1937 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终于拉开序幕。国民政府也开始了从妥协退让政策向决心抵抗政策的转变。7 月 16

日 9时，国民政府在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召开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会。会议时逢卢沟桥事变之后，会场气氛沉闷，与会人员心情沉

重。蒋介石于 7月 17日作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政策性声明，表达了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决心。对此，中共领

袖毛泽东指出:“7月 17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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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16]394

8 月 7 日晚上 8时，最高规格的国防会议与国防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召开。国民党中央领导人、高级将领及地方

将领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于右任、张继、戴季陶、陈立夫、孙科、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龙云、冯玉祥、张治中、程

潜、刘湘、黄绍竑、朱培德等 41人到会。蒋介石致开幕词，他表示，此次“集合了全国各地方高级将领长官，来共同商讨今后

处置国防的计划，以收集思广益的效果”
⑥
。要求与会人员务必集体作出是否抗战的决策:“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

我们国家不打战要灭亡，当然就非打不可。是不是不打战将来失地可以补救能恢复的?请各位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上作个总的打

算，将敌人的优点缺点，同我们的优点缺点加以缜密的考虑，尽量的发表意见，以决定我们今后的方针。”
⑦

会议讨论了当前

抗战形势以及中国抗战需要的应对策略，尤其得到了龙云、冯玉祥、刘湘等主战派将领的大力支持。在与会人员发表完意见后，

会议以最为特别的举动，也是前无古人的表决方式对“和战”大计表态，“如决定抗战，请各自起立，以资决定，并示决心。”
⑧
参会成员全体起立，表决同意“决定抗战”。

(二)四川政府欢迎中央入川

此次不同寻常的联席会议推动了迁都决策，其中四川省主席刘湘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刘湘于 8 月 7 日到达南京参会。刘

湘的到来对于先前疑虑川内稳定的蒋介石倍感四川的忠诚。在会上，刘湘抗战态度坚决，对中央迁入四川提出积极建议:“一、

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作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二、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惟有持久抗战，可以奏杀敌致果之效，

方知多难兴邦，言之不谬。三、以两年为期，四川可筹出兵员五百万。”
⑨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当天晚上，刘湘即通过宋

子文向国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蒋介石呈递了建议中央迁川，以作长期抗战准备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正合蒋介石心意，蒋介

石即向一些高级幕僚表示: “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
[17]
这可能是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的最早的明确表达。几日后，

蒋又命令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作好迁都重庆的准备。

(三)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重大决策

1937 年 10月 29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议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办公。会上，蒋介石作了《国府迁渝与

抗战前途》的讲话: “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既可以主动而进。”
[18]653

他主张进行战略性撤退，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

11月 12 日，日军攻入上海市区。消息传到南京，军委会首脑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都认为迁都已是迫在眉睫。蒋介石紧

急会见林森，“上海战况不利，国军吃紧。四川以两年多的部署，近日整顿军政业已完成，作为民族抗战复兴基地，为国府办

公理想之处。迁都之事，宜尽快进行。”
[19]4-5

11 月 15 日，国防最高会议召开常务会议，主要是针对军事机构的迁移做了部署，

议定: “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

设长沙以南之地点。”
[20]16

即军事指挥等重要机构暂时或设长沙等地。这样的决策符合战争规律，在日军不断深入内陆之时，军

事指挥机关要在战争第一线，同时也为行政机关完全迁入重庆作时间上的准备。事实证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在蒋

介石率领下抵抗日军，直到 12 月 7日才匆忙撤离南京，后经江西，抵达武汉继续抗战。

11月 16 日晚 9时，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在铁道部防空洞举行。这次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首先迁入重庆。

邹鲁回忆了当晚会议场景: “国防会星夜召集紧急会议，筹商迁都事宜。关于应迁至何地，议论极多；有的主张西安；有的洛

阳；有的汉口；甚至有主张广东的；惟蒋先生主张迁到四川的重庆。”蒋说:“对于首都应迁至何处，我曾有周详的考虑，前因

‘剿共’到四川，觉得那儿是最好的地方；四境都有险可守，而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可为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抗战根据地。”

对于蒋介石的讲话，国府主席林森首先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迁都，只能有一次，决不能有第二次。迁都到重庆， 我们就可

以抗战到底， 不必再迁了。”
[21]385

这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前最后一次最高规格的会议，但此次会议非同寻常。即将失去首都，

离家西上的国民政府要员们，倍增伤感；故当时会场气氛凝重，弥漫着国破山河失的凄然氛围。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作出迁离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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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南京，迁入重庆办公的决策是何等艰难与悲壮。

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战时首都决策的实施

(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首先移驻重庆

国防最高会议结束后，林森便率领文官、参军、主计三处人员 800 余人乘车前往下关海军码头，于深夜林森乘“永绥”炮

舰，其他随行人员则乘“龙兴”号轮船离开南京西上重庆。20 日，船到汉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22]
林森等人的先行西迁揭开了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一伟大壮举的序幕。

此时重庆已经作好迎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到来的准备。四川省主席刘湘早在 11月 20日就给林森发电表示欢迎国府来渝:“顷

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

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待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伏乞睿鉴。职刘湘叩。”
[23]31

26

日，林森座船驶抵重庆。12月 1口，迁都后的国民政府即在重庆大溪沟四川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正式办公。

(二)国民政府各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外交使团迁入重庆办公

由于重庆远在西南，沿江溯流入渝，迁徙路途遥远，加上战时条件艰难，政府各部门到渝和办公时间则很不一致(表 1)。如

国民政府财政部、外交部、内务部于 11 月 26 日开始在武汉办公；行政院则因只有参事 1 人、秘书 1 人到达重庆，大部分职员

及重要长官或在途，或尚在汉，行政院文件和电报等仍暂转汉。
[24]29

内政部也“于(1938 年)本月 12 日到达重庆，择定通远门外

新市区一四八号，为办公地址。即于 17 日开始办公”。
[25]45

表 1 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陆续迁渝办公时间

序号 部门名称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办公地点

1 国民政府 1937 年 11月 16 日 1937 年 11 月 26日 重庆大溪沟四川省立高级工业学校旧址

2 司法院 1937 年 12 月 2 日 1937 年 12 月 4 日 四川高等法院一分院

3 中央执监委员会 1937 年 11 月 1937 年 12 月 6 日 上清寺花园

4 外交部 1937 年 12 月 7 日 1938 年初 中央公园

5 国民党考试院 1937 年 11 月 1937 年 12 月 6 日 陶园

6 蒙藏委员会 1937 年 12 月 11日 观音岩

7 财政部 — 1937 年 12 月 14日 —

8 赈务委员会 — 1937 年 12 月 14日 柑子堡荆园

9 立法院 — 1937 年 12 月 18日 观音岩义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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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央侨务委员会 — 1937 年 12 月 21日 市党政军警宪俱乐部三楼

11 内政部 1938 年 1 月 4日 1938 年 1 月 12 日 观音岩同淑里

12 教育部 1937 年 12月 29 日 1938 年 1 月 5日 西南美专

13 社会部 1938 年 7 月 23 日 1938 年 7 月 28 日 九道门兴华小学

14 中央造币厂 1938 年 8 月 9日 1938 年 9 月 6日 通远门放牛巷

15 工矿调整处 — 1938 年 9 月 11 日

16 农本局 — 1938 年 11 月 重庆市新街口

17 燃料管理处 1938 年 9 月 17 日 1938 年 11 月 七星岗

18 川藏电政管理局 — 1938 年 11 月 —

19 三青团中央团部 — 1939 年 1 月 9日 重庆神仙洞后街

20 军事委员会 1938 年１１月中旬 1938 年 12 月 1 日 镇守使署

注：本表依据《国民公报》（1937 年 12月—1938 年 8 月）和《重庆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重庆出版社 2014

年版）制作。个别部门时间和办公地点未详，暂未收入。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未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重庆、武汉两处兼顾办公。1937 年 11 月 30日，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及中央委员丁惟汾、吴稚辉、钮永健等率中央党部职员 40 余人抵达重庆。

1938 年 3 月 22 日下午四时，国民党第五届七十三次中常会首次在重庆召开。此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中常会亦多次在武汉召开，

一直到 1938 年 8 月 11 日，才恢复在重庆上清寺中央党部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八十八次中常会。
[26]22 卷，203；23 卷，322

外交部第一批人员到达重庆的时间是 1938 年初。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及部分外交要员也因蒋介石等主要军事指挥者尚在武汉

而留汉，直到 1938 年夏，所有外交人员才迁渝办公。而驻华大使以及使领馆到来则要艰难得多。在外交意义上首先到达重庆的

外交官是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卢干滋。为了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国书，卢干滋于 1938 年 1 月 19 日由武汉飞抵重庆向林森递

交了国书，旋又返回武汉。最早到达重庆的是美国驻华使团。美国使团在驻华大使詹森的带领下于 1938 年 3 月 8日清晨到达重

庆。五天后，法国使团乘坐法船“福源”号抵达重庆。1938 年夏，驻武汉的外国外交官开始大规模撤离，前往重庆。苏联使团

则于 1938 年 10 月 20 日乘车进入重庆。英国使团来渝较迟，直到武汉沦陷六天后，英使团才乘坐“猎鹰”号炮艇抵达重庆。截

止到 1938 年，美国、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大使馆及荷兰公使馆均在重庆设立办公室，其中美国、苏联大使常驻

重庆。
[27]64-65

外交使团到来，既是国府迁渝必有内容，也说明各国对迁入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外交认同，以及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

支持。

尽管当时中国政府最高行政机构已在重庆运转，但国民政府多个部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务性工作仍然是武汉与重庆两地

兼顾。国民党中央绝大多数部门，特别是军政、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部等重要职能部门，都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

等地，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陈诚、张群、徐永昌等国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也均齐集武汉。这一时期的武

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战时的指挥中枢和政治中心。直至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战时指挥中心才完全迁入重庆。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入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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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夏，日军沿平汉铁路与长江沿线进逼武汉。7月 17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驻武汉各机关 5天内全部移驻

重庆。到 8 月 4 日，驻汉口各行政机关全部迁移完毕。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原定前往长沙，后转向湖南南岳衡山。9月下旬，

驻武汉各军事机关陆续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武汉失守前夕，迁移工作完成。蒋介石 10 月 24 日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随

着日军进逼长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 11 月中旬正式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经由桂林迁往重庆。

12月 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关到达重庆，并就移渝办公致电重庆市政府: “本会现已移渝，于本月一日开始办公。”
[28]36

12 月 8 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最高军事机关及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到来，重庆遂成为中国抗战军

事指挥与活动中心，标志着战时中国首都职能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的战略转移完全实现。

(四)中共代表团迁往重庆

中共代表团作为中共与国民党联系、合作的重要机构，也于 1938 年 12 月完成了战时西迁入渝任务。作为以国共合作为基

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最前线。1937 年 12 月，日军进攻南京趋紧，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团进驻武汉，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协商两党合作事宜，代表团主要领导成

员是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始终驻守在武汉抗战一线，同国民党中央当局一起坚守武汉。武汉失守后，

蒋介石及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暂时在湘，代表团也就同期留湘，表达了中共坚定的抗战决心。直到 1938 年 12 月 8 日，蒋介石率

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周恩来遂于 12 月 26 日前后离开桂林，赶到重庆，中共代表团也正式进入重庆工作。经中

共中央批准，于 1939 年 1 月，在重庆组建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维护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这

标志着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五、重庆获得与战时首都地位相称的行政建置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的行政建置与其担负的首都功能极不匹配，因此调整重庆行政建置提上了日程。

(一)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四川省辖之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

重庆于 1929 年正式建市，为四川省辖市。国府迁都重庆后，随着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最高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到

来，重庆城市建置规模与行政级别逐渐上升。1938 年初，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 21 人向当局建议改重庆为甲种市，直隶行

政院，得到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认同。1938 年 9 月，行政院同意了孔祥熙提出的关于改重庆为甲种市的提案， “本院第 384 次

会议，院长提议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当经决议‘通过’。”
[29]41

随后，重庆市政府即遵照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案》要求，渐次扩大市政府组织，除保留原有警察局外，

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等局；并依据市组织法，重庆市会计独立，税款除营业税外，均划为重庆市财政收入，同时中央

还给予重庆市相应补助。在行政隶属上可以直函行政院备案请示，但仍属于四川省政府管辖: “该市仍隶属为四川省政府。惟

为增加行政效率，以赴紧要事功起见，该市政府遇必要时，得径函本院秘书处转呈核示。”
[29]41-42

(二)国民政府行政院定“重庆市为直属市”

随着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工商组织以及各国使领馆相继迁渝，致使重庆外来人口激增，作为“甲种市”的重庆，其政府

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市区面积，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战时需求，因此改重庆为行政院直属市呼声渐高。

1939 年 4 月 29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国防最高委员会五次常务会议提议:“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

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援照直属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职权，亟须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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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
[30]51

该提议很快得到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批准。5 月 5 日，国民

政府旋即发布了《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属市令》， “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此令。”
[31]51

至此，重庆由行政

隶属四川省直辖的甲种市升格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

(三)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陪都

为加速重庆直辖市的市政建设，1939 年 12 月 1 日，“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成立，负责重庆市建设调查与设计工作，最终

制定了《重庆市建设方案》。1940 年 4 月 2 日，该方案在重庆市第二次临时参议会上获得通过。在方案的第一部分“建设之前

提”中，首次提议将重庆升格为陪都，“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定重庆市

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的地位。”
[32]70

此议引起了最高当局的重视。1940 年 8 月 14 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陈述了将重庆升格为

陪都的三点理由，提议“拟请明定重庆永为陪都之一，俾当地一切建设事业，益得按期迈进，发皇光大，永久勿替。奠西都之

宏规，慰市民之喁望”。
⑩
接函后的第二天，即 8 月 15 日，“行政院函请明定重庆为陪都”的提议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三十八

次常务会议决议案的通过。

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明令，特定重庆为陪都，称: “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

战之始，首定大计，移渝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

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

慰舆情，而彰懋典。”
[33]87

至此，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登上历史舞台，在法律层面上真正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首都。

六、结语

中国历史上迁都的例子较多，但历史上众多迁都，或为和平时期规划迁移，或为逃避外敌苟安生存的逃跑，而 20 世纪 30

年代迁都重庆，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机，为了抗击日本入侵，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完成的迁都。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担负中国首都功能，是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指挥中枢；其二，

是国家象征，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受到世界各主权国家的认同、尊重和景仰，是当时中国主权的象征和代表。其三，具有战时性、

临时性，重庆“首都”是为反击侵略战争而在战火中诞生，也在抗战胜利后退出了历史舞台。

“战时首都”是重庆永不褪色的称谓。从远离战火，到硝烟弥漫；从西南重镇，到战时首都，重庆这座古老的内陆山城在

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战争中完成了自身蜕变。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4 年亲自书写卷轴褒奖重庆人民所说的

那样: “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

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动而永垂不朽也。”
[34]435

因此，研究重庆战时首都历史，

有助于重建重庆被“遗忘”的城市、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历史，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应有的荣誉和贡献回归本位。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1933 年 8 月 1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②《蒋介石日记》,1934 年 11月 23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③《蒋介石日记》,1934 年 12月 29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9

④《蒋委员长昨飞渝巡视》,《中央日报》1935 年 3 月 3日｡

⑤《国府移驻洛阳办公》,《中央日报》1932 年 1 月 31日｡

⑥《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96 年第 1期,第 27 页｡

⑦《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96 年第 1期,第 31 页｡

⑧《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 年 8 月 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七八七-22431｡

⑨《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 年 8 月 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七八七-22431｡

⑩《蒋介石为请定重庆为陪都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存稿,194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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